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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意见及修改说明

非常感谢两位审稿专家对《不同社会情境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编号：psysci2024-017)做出评审，专家

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的修改非常有帮助。我们已经对评审意见逐一做出了回复，并按照修改意见对

文章进行了详细修改，修改部分在文章中标记为蓝色。关于审稿意见的详尽回复如下：

审稿专家一意见：

意见 1：文章标题中“不同社会情境”的表述过于模糊。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研究中关注的实验情境无论是受他人观察还是双方共同参与，

都涉及道德决策的公开性，只是公开程度和信息交流深度有所不同。情境公开会影响个体行为的匿名性，

在公开情境下，个体会主动印象管理，需要自我控制，导致道德决策倾向出现变化(杜秀莲, 魏巍, 2021)。

因此，我们将“社会情境”修改为“公开情境”，使其更加符合研究目的。同时，综合考虑两位审稿专家

的意见，为了明确道德判断的具体指向并在标题中体现主要研究结果，我们将文章标题修改为“不出手的

道德？公开情境对道德两难决策的影响”(见 p1、p9)。

此外，我们将文章的关键词，以及文中部分关于社会情境的表述内容修改为公开情境。

意见 2：摘要部分缺少对研究问题的背景介绍，也缺少对实验结果理论/实践意义的总结。因此，很难

从摘要部分了解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对摘要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增加了关于研究背景的介

绍，并且修改了研究结果的表述。具体修改内容如下(见 p1)：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使用经典道德困境对单被试的决策进行探讨。本研究采用能够量化决策者结果敏

感性、道德规范敏感性以及一般行动倾向的 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公开

情境对道德两难决策的影响。实验一使用社会观察范式，发现他人观察并不影响被试的道德决策。实验二

使用双人平行判断范式和共同判断范式。结果显示，相比于单独判断，平行判断和共同判断导致被试出现

明显的不行动倾向，而且共同判断组对于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增加，这两种情境下个体对道德困境中主体的

行为做出更多的“不接受”反应。研究表明，公开情境下个体看似道义的决策可能源于营造良好社会形象

的需要，以及避免承担行动责任的动机。”

意见 3：“本研究采用道德判断的 CNI模型”摘要部分这句话，英文没有给出全称，也让不了解相关

背景的读者无法理解。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CNI模型概念中的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个体在道德判断中三种不

同的决策倾向：结果敏感性(sensitivity to consequences, C)，道德规范敏感性(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N)和

一般性的行动或不行动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inaction versus action, I)(Gawronski et al., 2017)，参考云祥

(2020; 2023)的研究，将 CNI模型补充书写为“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因此，我们将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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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研究采用道德判断的 CNI模型”改为“研究采用能够量化决策者结果敏感性、道德规范敏感性以及

一般行动倾向的 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见 p1)。

意见 4：“基于多项式建模的道德判断的 CNI模型可以解决上述问题”，CNI在引言部分第一次出现时，

也没有提供全称。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已将引言中首次出现 CNI模型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了全称。

修改如下 (见 p3)：“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 (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建构的道德判断的

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可以弥补上述局限(Gawronski et al., 2017)。”

意见 5：因为作者对 CNI模型的介绍不够充分，尤其是该模型与本研究的关系，因此作出以下假设时，

很难理解这个假设的依据是源于怎样的发现或者理论推导：“本研究假设，相比于单独判断，在公开或多

人判断情境下，个体会做出更多的道义决策，这一方面可能源于被试道德规范敏感性的增加(N参数)，另

一方面也可能是较强的不行动偏好(I参数)导致的。”请作者结合自己的实验范式，详细论证 CNI模型相较

于双加工理论的优势，以及作者如何得到关于 CNI中具体参数的假设。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详细阐述。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投稿文章篇幅相对有限，本文初稿并未对 CNI模型进行充分介绍，可能会使读者对该模型产生一定的误解。

事实上，CNI模型并非与双加工理论对立，而是对使用经典道德困境范式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更深入和细致

的分析解释。一些研究将道义倾向和功利倾向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但双加工理论认为道义主义和功

利主义是两个独立的加工过程，二者同时对道德判断起作用，占优势的一方产生决策结果，劣势的一方仅

表现为神经水平上的激活(Greene et al., 2008)。CNI模型在此基础上试图将道德敏感性和结果敏感性进行量

化，同时分离出一般的不行动倾向。因此，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CNI模型相较于经典道德困境范式的优势。

意见 5-1，CNI模型的优势：自双加工理论提出后，许多研究利用经典道德两难困境在该理论框架下

开展研究。但却逐渐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常理的结果，如精神病性被试的功利主义倾向并不能理解为这些被

试具有权衡利弊的道德理性(Bartels & Pizarro, 2011)。研究者对其产生的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经典道德困境的研究认为决策者接受功利性选择是受功利主义原则驱动，不接受功利性选

择则是受道义主义原则驱动，将其视为对立的两极，其加工纯粹性是最大的局限所在(Conway & Gawronski,

2013)。个体在面对道德选择时，完全有可能综合考虑行为背后的社会规范以及行为带来的后果。神经研究

证据表明，功利和情感的评估是独立并行进行的(Hutcherson et al., 2015)。所以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的反应

倾向完全是可以相互独立，并行不悖的(刘传军,廖江群, 2021)。

其次，经典道德困境无法对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程度进行量化。例如，当两种倾向程度差异较

小时，被试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做出决策，但若两种倾向程度相当，在二元解释的框架下，决策结果不一

定能够反映个体的真实想法。此外，经典两难困境中大多集中于对禁止性规范的考虑，涉及的行为都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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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规范所不允许的，并未涉及道德规范允许的情况。所以，需要对行为结果的利弊大小，以及行为是否被

道德规范所允许进行控制，才有可能分辨出决策者两种倾向的程度分别是怎样的。

最后，基于经典道德困境的研究在解释上存在模糊性，并且忽略了对一般反应倾向(行为惯性)的考虑。

例如，在电车难题中如果同意“杀一救多”，既可以解释为功利主义增强的作用，也可以说是道义主义弱

化的结果，甚至可能是不考虑结果如何，也不考虑道德规范，只是单纯地偏好行动造成的(比如精神病态被

试的冒险倾向使其不断做出行动的决策)。所以，需要将一般的行动偏好纳入决策过程的考虑之中。

CNI模型对决策结果的来源进行了分离，能够同时量化决策者的结果敏感性，道德规范敏感性以及一

般的行动或不行动倾向。该模型设计了 12个故事情境，每个故事情境又分为四种不同的版本，这四种版

本在情境上对道德规范是否允许，以及行动结果利弊大小进行了操纵。通过多项式决策加工树建模，根据

决策者的反应概率对不同的心理加工过程进行分离，从而实现对三种反应倾向程度的量化。此外，以往研

究在使用经典道德困境对公开情境下的道德决策进行研究时，大多把个体的道义决策归结于声誉担忧和从

众压力(Rom & Conway, 2018; Bostyn & Roets, 2016)，但是却缺少明确的数据支持，也无法从根本上说明反

应倾向的变化。利用 CNI模型对三种反应倾向进行量化，能够对个体决策时所关注的内容做出更加清晰的

解释。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前人研究除了使用经典道德困境范式的局限外，在公开情境的设计上也较为有

限。Lee等人(2018)采用社会观察范式，两名观察者对被试的决策进行直接监控。Chen等人(2020)让真被试

与假被试共同进行道德判断，真被试在 fMRI设备中，实验开始便无法看到另一人且不能获知对方的决策。

Andersson等(2020)将陌生被试随机组成 4到 8人的小组，让他们完成公共物品博弈、独裁者博弈和道德两

难判断(仅判断 4个困境)，处于公开情境下的被试做完决定后会在大屏幕显示他们的照片、姓名和决策。

这些研究中无论决策人数如何变化，都仅仅是暴露决策结果而已，较少涉及被试间的信息传递，与真实社

会生活中的情境仍有差距，所以在结论的推广性上存在不足。因此，本研究采用三种不同的实验情境设置，

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交流状态下探究个体道德规范敏感性、结果敏感性和不行动倾向三种决策反应倾向的变

化。

综上，我们对 CNI模型相较经典道德困境的具体优势在引言中作了修订和补充(见 p2-p3)。

意见 5-2，CNI参数假设的得出：许多社会决策方面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独或匿名情境，当有他人

在场时个体的决策倾向会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体现在道德问题上是复杂的，对 C、N、I三参数的影响方向

也是不同的，具体阐述如下：

以往研究发现，当处于第三方在场的公开情境时，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有所提升(Bereczkei et al.,

2010)、并且能够促进利他规范的执行(Kurzban et al., 2007)以及合作的经济决策(Egas & Riedl, 2008)。当个

体在所处团体中暴露身份信息和捐赠行为时，被试的捐赠金额有着显著的增加(Andreoni & Petri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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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都说明，公开或多人决策的情境下个体会产生更多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表现，即更遵守一些被普

遍接受的、有关群体成员在给定情境下应当如何行为的规范(Fehr & Fischbacher, 2004)，并且更愿意表现出

符合社会规范的形象(Anderson & Kilduff, 2009)。因此，本研究假设公开情境会提高个体对道德规范的关注，

即表现出较高的 N参数。

虽然多人情境下个体存在明显的利他倾向，却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发现，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

体的助人倾向显著下降(Fischer et al., 2011; Zoccola et al., 2011; Hortensius et al., 2016)，即存在“旁观者效

应”。面对帮助情境时，个体会将自身行为产生后果所致的责任分散到其所在的群体中，从而减轻个体的

责任感和压力(Bandura, 2002)。即便是面对道德规范所提倡的行为，由于责任的分散，愧疚感的减弱，决

策者未必会出手相救。因此，我们假设公开情境会使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倾向于不行动，即表现出较高的 I

参数。

另外，我们还补充了关于结果敏感性(C参数)的假设。研究表明，个体会存在潜在的受他人评价的声

誉担忧(Anderson & Kilduff, 2009)。人们有着不在公共场合展示功利主义道德决策的偏好，毕竟道义主义和

功利主义的判断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印象。道义的决定象征着温暖，知觉者通常认为拒绝伤害的决

策者比接受伤害的更值得信任(Everett et al., 2016)、更有同理心(Uhlmann et al., 2013)；而功利主义决策由于

关系到一个人追求有效目标最大化的动机，会引起人们对能力和自利倾向的看法(Lee et al, 2014; Rom et al,

2017)。个体知觉的大量研究揭示了社交中温暖和能力的作用并不对称，前者是印象形成和人际喜好的主要

决定因素(Fiske et al., 2007; Lee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假设公开情境会降低个体对行动结果利益的考虑，

即表现出较低的 C参数。

综上，我们对假设的具体提出过程在引言中做出了补充说明(见 p4)。

意见 6：“CNI模型的研究中包括四种版本的故事：道德规范禁止，行动利大于弊(简称“禁止利大”)、

道德规范禁止，行动弊大于利(简称“禁止弊大”)、道德规范提倡，行动利大于弊(简称“提倡利大”)、

道德规范提倡，行动弊大于利(简称“提倡弊大”)。”请给予具体的说明。例如，在附录中，1a这个例子，

不是很好理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道德规范禁止行动，行动的利益大于成本”的例子。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CNI模型需要对故事情境中的道德规范和利弊大小进行操纵。

模型设计了 12个基本的道德两难困境，每种困境有四个不同版本的变式，共形成 48个道德两难困境。需

要说明的是，对于道德规范的控制是指故事中主人公的行动(具体指故事最后一句话描述的行为决定)是否

符合规范，以故事 1绑架困境为例，在 1a和 1b中“否决支付赎金”是个体需要决策的行动，如果否决支

付，那么游击组织就会将战地记者斩首，行为直接导致一人丧生，因此属于“道德规范禁止”的背景。在

1c和 1d中“批准支付赎金”是个体需要决策的行动，这时可以拯救战地记者的生命，属于“道德规范提

倡”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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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动结果利弊的大小则涉及故事后半部分，1a中“否决支付赎金”带来的是战地记者一人的死亡，

如果支付赎金就会协助该组织购买武器，这将“导致许多人死亡”，所以主人公不支付赎金的结果是丧失

一人的生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类似于“杀一救多”，是“行动利大于弊”的困境。事实上，在 CNI模

型的四类故事中，“禁止利大”的故事基本等同于经典道德两难困境，如：电车困境，都是规范不允许伤

害但行动可以拯救更多人。其他三个版本故事中的利弊大小关系较好理解，就不再赘述。

我们在引言中对四种故事的区分进行了具体的说明，修改如下(见 p3)：

“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建构的道德判断的 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可以弥补上述局限(Gawronski et al., 2017)(见图 1)。该模型设计了 12个故事情境，利用行动后

果的功利化收益程度高低操纵结果(利大或弊大)，利用行为的直接后果操纵规范(不伤害生命或帮助弱者的

规范)，每个情境生成四种版本：道德规范禁止，行动利大于弊(简称“禁止利大”)、道德规范禁止，行动

弊大于利(简称“禁止弊大”)、道德规范提倡，行动利大于弊(简称“提倡利大”)、道德规范提倡，行动弊

大于利(简称“提倡弊大”)。这样，无论结果利弊如何，在规范禁止时不行动，在规范允许时行动才能反

映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高关注。”

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 2.1.2材料部分列举了另一个较简单的例子便于理解，一并放在附

录中(故事 2免疫缺陷困境)，具体修改(见 p4-p5)。

意见 7：CNI分析的具体流程、原理与目标需要给予更充分的说明。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现对 CNI模型的分析进行详细介绍。

CNI模型为了区分决策者的道德规范敏感性、结果敏感性以及一般的行动倾向，对困境中的道德规范

和行动结果利弊大小进行了操纵，使得每个故事背景下的困境都有四个变式。在 4种困境中，接受和不接

受的反应概率之和为 1。其中，C参数表示对结果的敏感性，N参数表示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I参数表示

在不考虑结果和规范时，个体的不行动偏好。模型用 4条路径描述了由三种倾向驱动时行为选择的 4种情

况(见图 1)。当决策由结果驱动时，路径 C的描述代表结果驱动行为选择的情况(图 1第一行)；由道德规范

驱动时，路径(1−C)×N代表结果无法驱动但规范驱动行为的情况(图 1第二行)；当个体存在一般的不行动

倾向时，路径(1−C)×(1−N)×I代表了结果和道德规范都不驱动行为，个体存在不行动偏好的情况(图 1第

三行)；路径(1−C)×(1−N)×(1−I)则描述了当个体存在一般的行动倾向时的情况(图 1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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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NI模型路径图解(资料来源：Gawronski et al., 2017)

通过这 4条路径，可以推导出 4种困境类型下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概率的数学方程。因此，计算行为结

果中 4种故事类型下选择接受和不接受的反应率，代入方程可得三个未知数 C、N、I的大小。使用最大似

然估计法生成针对 3个未知数的参数估计，利用拟合优度 G2评估模型在数据描述方面的充分性，观察到的

概率和模型预测的概率之间的统计差异越小，模型拟合越好。所以，若 G2不显著(p>0.05)，表明数据与模

型拟合良好；反之，模型拟合较差。Gawronski等人(2017)提供了基于 multiTree软件构建的多项式模型，

在其中输入 8个反应概率可得三参数的估计值(模型文件及材料见：http://www.bertramgawronski.com/docum

ents/CNI-ModelIndDiffMaterials.zip)。对于 C参数和 N参数，估计值显著大于 0时表明个体的决策受到结果

敏感性或道德规范敏感性的驱动；对于 I参数，估计值显著大于 0.5时表明个体有一般的不行动的反应偏

好，小于 0.5时表明个体有一般的行动的反应偏好。

此外，可以通过假设两个变量的参数值相等，来比较两组参数之间的差异(如设置：C1=C2)，若该操作

使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指标 G2显著性下降(p<0.05)，表明在该参数上两组存在显著差异；反之，表明两组

之间在参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Gawronski et al., 2017)。

综上，我们将 CNI模型的基本逻辑补充在引言部分，同时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具

体修改如下(见 p3)：

“利用四种困境类型下的反应概率，模型可以推导出个体在所有困境中的决策情况，描述其对结果敏

感的决策模式(图 1第一行)，对规范敏感的决策模式(图 1第二行)，以及不考虑结果和规范的一般的不行动

或行动的决策模式(图 1第三、四行)。以此对决策倾向进行了分离，实现对决策者结果敏感性(C参数)，道

德规范敏感性(N参数)以及一般的不行动或行动倾向(I参数)的量化。由于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规范的养成

(Haidt, 2007)，以及趋利避害的理性考虑，人们通常较少接受禁止弊大的行动，更容易接受提倡利大的行动，

而对于规范和结果冲突的困境，个体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反应更能体现其决策倾向。目前，基于 CNI模型的

研究在情绪(Gawronski et al., 2018; 刘传军等, 2021)、权利感(Gawronski & Brannon, 2020; 云祥, 2020)、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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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et al., 2018; Li et al., 2021)、人格特征(Luke & Gawronski, 2022)等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中展现出良

好的适用性，为理解道德决策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此外，我们还在“2.1.4 CNI模型分析”部分对 CNI模型的具体分析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具体

修改如下(见 p5)：

“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原理，在构建好的 CNI模型中根据被试的行为数据进行模型拟合，使用 mult

iTree软件(Moshagen, 2010)估计 3个潜在心理过程(C、N、I)的概率。对于所有两难困境，将选择“不接受”

赋值为 0，选择“接受”赋值为 1。用 G2表示数据与模型的拟合优度，若 G2不显著(p>0.05)，表明拟合良

好。估计出的 C和 N参数若显著大于 0，表明被试有明显的结果和规范敏感性，I参数若显著大于 0.5，表

明被试存在一般的不行动倾向。在比较不同组别参数差异时，若△G2显著(p<0.05)，说明两组被试参数存

在显著差异(Gawronski et al., 2017)。”

意见 8：实验一为什么与前人的发现不一致，需要更充分的说明。现在的解释说服力不够。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再次搜集和梳理了有关社会观察范式下的相关文献，认

为实验一未发现观察效应的原因除了观察员的观察作用和自然环境中社会观察的作用不同(Barmettler et al.,

2012)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被试与观察者之间的社会联系较弱。Van Dijk等人(2002)发现，共

同参与公益实验的被试之间可以形成社会联系。个体对他人评价的关心程度与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联系密

切相关，但是在实验室中的联系与现实生活中个体之间反复互动建立起的联系有着本质区别(Soetevent,

2005)。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和观察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程度上的交流，且被试不会收到观察者对其决策的信

息反馈，所以微弱的社会联系可能难以使被试对自我形象产生更多的关注。而且，人们在道德领域会对自

己持有积极的看法(Epley & Dunning, 2000)，并且能够以进行自我说服，使得任何一种决策合理化(Uhlmann

et al., 2009)，所以在没有反馈也无需考虑他人意见的情况下，被试的两难决策难以发生显著的变化。

一些相关研究还从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角度解释类似的实验结果。Martinsson等人(2013)发现决策暴

露并不影响被试在公共物品实验中的贡献水平，认为可能是由于哥伦比亚和越南人集体主义更强，所以决

策暴露的条件作用显得微乎其微。也许决策公开暴露对更具个人主义且更注重个人隐私的文化环境下的被

试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中西方文化在这两方面存在一定差异。Sparks和 Barclay(2015)采用眼睛图片作

为监控线索，发现被试的道德判断并没有发生变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和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差异，另

一方面是由于女性被试过多。有研究指出眼睛图像的视觉线索对男性的慷慨程度有影响，但对女性没有影

响(Rigdon, 2009)。视觉线索的作用在不同性别当中存在差异，本文实验一中女性被试略多于男性，这也可

能是原因之一。

综上，我们对实验一结果可能的原因解释进行了补充，具体修改如下(见 p9)：

“另一方面可能是被试与观察者之间的社会联系较弱，个体对他人评价的关心程度与他们之间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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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密切相关，但是在实验室中的联系与现实生活中个体之间反复互动建立起的联系有着本质区别

(Soetevent, 2005)。Van Dijk等人(2002)发现，共同参与公益实验的被试之间可以形成社会联系，然而实验

一中的观察员和被试之间没有任何互动过程，因此难以产生社会联系，在没有反馈也无需考虑他人意见的

情况下，被试的评价担忧较低，道德决策难以发生显著的变化。”

意见 9：本研究不同实验里，“不同社会情境”本质上操纵的是哪个潜在的变量，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请作者给出更明确的解释，不然本研究的发现也只是一些零散的发现，很难形成理论上的贡献。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他人在场的道德判断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决策，社会决策主

要指在社会情境中个体行动之间相互影响进而产生决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决策不仅要考虑问题

本身，还要考虑参与决策的他人的行动，社会决策是一种不确定决策，包括决策问题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

和其他决策者带来的社会不确定性(黄砾卉, 2010)。道德两难问题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他人的

存在又增加了一份不稳定性，衡量此种情况下的个体决策倾向的变化需要考虑更加复杂的因素。

人们通常会给自身所处情境赋予一定意义之后再做行为决策(林崇德等, 2003)。为了在人际交往时能够

针对他人的情形和特定的社交场合做出灵活反应，大脑必须能够加工具有社会意义象征性或预测性的情境

信息(Lee & Harris, 2013)，例如他人的身份、意图、行为和情绪等。那么他人在场的道德决策过程中，个

体最直接最简单的预测信息来源就是决策内容的信息传递。

我们的研究首先探索决策暴露的影响，探究潜在的社会评价是否会改变被试的决策倾向，此时被试不

会接收到他人明确给予的信息反馈，如果决策倾向发生改变，则基本来自于个体对他人行为的预测，以及

自身的形象管理或声誉担忧。然而我们并未发现被试决策的显著变化，原因之一可能是被试和观察员之间

不存在信息交流，单纯的决策暴露难以改变被试的决策倾向。因此我们设计了实验二，继续探索不同信息

交流程度下的决策变化。

在平行判断的情境中，被试均能看到双方的道德判断结果，但不需要对决策结果进行评判和统一，考

察当接收到社会信息反馈时，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否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虽然实验过程中不涉及评价环节，

但平行组高于单独组的确定性却反映着信息反馈对被试决策信心的增强作用。我们曾对平行组中每对被试

决策的一致性进行计算，48个故事中双方的一致性达到 62.8%(每个故事决策“一致”计为“1”，“不一致”

计为“0”，计算每对被试一致性得分的总和后求平均)。与此同时，平行组 I参数升高，展示出不行动倾向，

进一步说明，两个决策者互相进行的信息暴露会使他们改变自身决策倾向。

共同判断的情境中，被试不仅能看到双方的道德判断结果，还要求双方根据决策信息反馈选择是否修

改道德决策，使得最终达成一致决策。此时被试需要根据对方的判断结果，揣测对方意图，经由多轮次非

言语的行为判断达成一致的道德判断。这种情况下信息交流程度进一步加深，被试需要对对方的意图有更

加清晰和深入的揣测。最终双方同样表现出不行动倾向，但同时伴随着对道德规范敏感性的提升，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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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组中最终轮的决策确定性相较于第一轮有所下降，说明信息交流使被试产生了妥协，此外，共同组较

高的社会赞许性表明该组被试更加关注自身形象。

总的来说，“不同社会情境”本质上改变的是决策者社会信息交流的程度和方式。从单纯的个人决策

公开，到双方决策相互公开，直至决策公开后需要反馈协调，被试间的信息交流程度逐层递进，在结果中

也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倾向。然而，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并未探讨在言语交流下个体道德决策倾

向的变化，虽然现实生活中部分道德场景不涉及旁观者之间的语言交流(如：偶然路过的欺凌现场)，但是，

言语中展示着决策过程的思考和博弈，未来研究可以设计语言交流范式进一步进行探索。

综上，我们对实验操纵的本质内容以及局限性在文中讨论部分进行补充，具体修改如下(见 p10-p11)：

“本研究采用不同类型的社会情境范式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社会观察、平行判断和共同

判断之间的决策倾向差异，在这三种实验条件下被试间的信息交流程度逐层递进，从单纯的个人决策公开，

到双方决策相互公开，直至决策公开后需要反馈协调，被试展现出的道德决策倾向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可

见，日常的道德判断与特定的社会情境密切相关，这对理解现实世界中个体的道德决策过程和道德行为，

甚至公共道德事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中被试的信息交流主要通过非言语过程实现，虽然现实生活中部分道

德场景不涉及旁观者之间的语言交流(如：偶然路过的欺凌现场)，但是，言语中展示着决策过程的思考和

博弈，未来研究可以设计言语交流范式进一步展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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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专家二意见：

该论文探究在他人观察或彼此参与等社会情境下个体道德决策的行为偏向。论文包括两项行为实验，

并结合了 CNI模型拟合。结果发现，平行判断和共同判断导致被试出现明显的不行动倾向，这种倾向可能

源自个体对于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增加。该论文研究议题有趣，实验设计规范。研究采用了 CNI模型拟合参

数来揭示道义决策背后的潜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创新性。读下来，整个“故事”逻辑严密，观点具有较强

的启发性。以下是一些修改意见，供参考。

意见 1：题目：是否可以更具体、更精准？社会情境、道德判断都太大，不够具体。如能进一步体现

结果的主要观点则更好。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文章题目做了更加具体和精准的修改。本研究中关

注的实验情境无论是受他人观察还是双方共同参与，都涉及道德决策的公开性，只是公开程度和信息交流

深度有所不同。杜秀莲和魏巍(2021)以及杜秀芳等人(2022)在研究中对不同实验任务操纵了公开性和匿名性，

且文中涉及关于公开情境的论述。因此，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们将“社会情境”修改为“公开情

境”，使其更加符合研究目的。

本研究所使用材料为道德两难困境，虽然已有研究中存在使用道德判断指代道德两难判断的写作方式

(陈欣等, 2021; 丁凤琴, 马小红, 2023;云祥, 2023)，但为了使题目表述更具针对性，我们将“道德判断”修

改为“道德两难决策”。同时，为了能够在标题中体现主要研究结果，综合考虑后我们将文章标题修改为

“不出手的道德？公开情境对道德两难决策的影响”(见 p1、p9)。

此外，我们还对文章的关键词“公开情境”和“道德两难”(见 p1、p9)，以及文中部分涉及社会情境

的表述做了修订。

意见 2：摘要：建议先加一句背景介绍并凸显该研究的意义。建议首次提到 CNI模型时能具体描述。

最后一句“结果表明”太泛泛，是否可以更具体。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对摘要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增加了关于研究背景的介

绍，简要补充了 CNI模型各参数的意义，并且修改了对研究结果的表述。具体修改内容如下(见 p1)：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使用经典道德困境对单被试的决策进行探讨。本研究采用能够量化决策者结果敏

感性、道德规范敏感性以及一般行动倾向的 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公开

情境对道德两难决策的影响。实验一使用社会观察范式，发现他人观察并不影响被试的道德决策。实验二

使用双人平行判断范式和共同判断范式。结果显示，相比于单独判断，平行判断和共同判断导致被试出现

明显的不行动倾向，而且共同判断组对于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增加，这两种情境下个体对道德困境中主体的

行为做出更多的“不接受”反应。研究表明，公开情境下个体看似道义的决策可能源于营造良好社会形象

的需要，以及避免承担行动责任的动机。”



11

意见 3：引言：首次出现 CNI模型时，应给出三个单词英文全称。应适当介绍模型计算的基本原理及

其适用性。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CNI模型概念中的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个体在道德判断中三种不同的

决策倾向：结果敏感性(sensitivity to consequences, C)，道德规范敏感性(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N)和一般

性的行动或不行动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inaction versus action, I)(Gawronski et al., 2017)，参考云祥(2020;

2023)的研究，我们将 CNI模型补充书写为“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见 p2)。

由于考虑到投稿文章篇幅相对有限，初稿并未详细介绍 CNI模型。CNI模型为了区分决策者的道德规

范敏感性、结果敏感性以及一般的行动倾向，对困境中的道德规范和行动结果利弊大小进行了操纵，使得

每个故事背景下的困境都有四个变式。在 4种困境中，接受和不接受的反应概率之和为 1。其中，C参数

表示对结果的敏感性，N参数表示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I参数表示在不考虑结果和规范时，个体的不行动

偏好。模型用 4条路径描述了由三种倾向驱动时行为选择的 4种情况(见图 1)。当决策由结果驱动时，路径

C的描述代表结果驱动行为选择的情况(图 1第一行)；由道德规范驱动时，路径(1−C)×N代表结果无法驱

动但规范驱动行为的情况(图 1第二行)；当个体存在一般的不行动倾向时，路径(1−C)×(1−N)×I代表了结

果和道德规范都不驱动行为，个体存在不行动偏好的情况(图 1第三行)；路径(1−C)×(1−N)×(1−I)则描述

了当个体存在一般的行动倾向时的情况(图 1第四行)。

图 1 CNI模型路径图解(资料来源：Gawronski et al., 2017)

通过这 4条路径，可以推导出 4种困境类型下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概率的数学方程。因此，计算行为结

果中 4种故事类型下选择接受和不接受的反应率，代入方程可得三个未知数 C、N、I的大小。使用最大似

然估计法生成针对 3个未知数的参数估计，利用拟合优度 G2评估模型在数据描述方面的充分性，观察到的

概率和模型预测的概率之间的统计差异越小，模型拟合越好。所以，若 G2不显著(p>0.05)，表明数据与模

型拟合良好；反之，模型拟合较差。Gawronski等人(2017)提供了基于 multiTree软件构建的多项式模型，

在其中输入 8个反应概率可得三参数的估计值(模型文件及材料见：http://www.bertramgawronski.com/do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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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CNI-ModelIndDiffMaterials.zip)。对于 C参数和 N参数，估计值显著大于 0时表明个体的决策受到结果

敏感性或道德规范敏感性的驱动；对于 I参数，估计值显著大于 0.5时表明个体有一般的不行动的反应偏

好，小于 0.5时表明个体有一般的行动的反应偏好。

另外，可以通过假设两个变量的参数值相等来比较两组参数之间的差异(如设置：C1=C2)，若该操作使

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指标 G2显著性下降(p<0.05)，表明在该参数上两组存在显著差异；反之，表明两组之

间在参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Gawronski et al., 2017)。

综上，我们将 CNI模型的基本逻辑补充在引言部分，同时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具

体修改如下(见 p3)：

“利用四种困境类型下的反应概率，模型可以推导出个体在所有困境中的决策情况，描述其对结果敏

感的决策模式(图 1第一行)，对规范敏感的决策模式(图 1第二行)，以及不考虑结果和规范的一般的不行动

或行动的决策模式(图 1第三、四行)。以此对决策倾向进行了分离，实现对决策者结果敏感性(C参数)，道

德规范敏感性(N参数)以及一般的不行动或行动倾向(I参数)的量化。由于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规范的养成

(Haidt, 2007)，以及趋利避害的理性考虑，人们通常较少接受禁止弊大的行动，更容易接受提倡利大的行动，

而对于规范和结果冲突的困境，个体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反应更能体现其决策倾向。目前，基于 CNI模型的

研究在情绪(Gawronski et al., 2018; 刘传军等, 2021)、权利感(Gawronski & Brannon, 2020; 云祥, 2020)、压力

(Zhang et al., 2018; Li et al., 2021)、人格特征(Luke & Gawronski, 2022)等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中展现出良

好的适用性，为理解道德决策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此外，我们还在“2.1.4 CNI模型分析”部分对 CNI模型的具体分析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具体

修改如下(见 p5)：

“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原理，在构建好的 CNI模型中根据被试的行为数据进行模型拟合，使用 mult

iTree软件(Moshagen, 2010)估计 3个潜在心理过程(C、N、I)的概率。对于所有两难困境，将选择“不接受”

赋值为 0，选择“接受”赋值为 1。用 G2表示数据与模型的拟合优度，若 G2不显著(p>0.05)，表明拟合良

好。估计出的 C和 N参数若显著大于 0，表明被试有明显的结果和规范敏感性，I参数若显著大于 0.5，表

明被试存在一般的不行动倾向。在比较不同组别参数差异时，若△G2显著(p<0.05)，说明两组被试参数存

在显著差异(Gawronski et al., 2017)。”

意见 4：引言：对四种道德规范的个体倾向差异应适当做铺垫，描述其表现(例如，通常人们更容易做

出行动利大决策，较少做出禁止弊大决策)并解释可能机制。以及，什么是“道义”的决策，需要澄清。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指出的问题，我们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意见 4-1，四种故事类型个体倾向差异的表现及可能的机制：人们的行动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道德

作为一系列引导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集合(Haidt, 2007)，是不同群体之间共同默认的行为准则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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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而不伤害他人被认为是人类道德中最基础的元素(Park et al., 2016)。与此同时，追求更大福祉是人

们道德理性的表现(Greene et al., 2008)。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通常较少接受禁止弊大的行动，更容易接

受提倡利大的行动。而对于道德规范和结果产生冲突的困境，个体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反应更能体现其决策

的一般化倾向。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CNI模型在故事中做出的设计，我们对四种故事的区别以及可能的表现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具体修改如下(见 p3)：

“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建构的道德判断的 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可以弥补上述局限(Gawronski et al., 2017)(见图 1)。该模型设计了 12个故事情境，利用行动后

果的功利化收益程度高低操纵结果(利大或弊大)，利用行为的直接后果操纵规范(不伤害生命或帮助弱者的

规范)，每个情境生成四种版本：道德规范禁止，行动利大于弊(简称“禁止利大”)、道德规范禁止，行动弊

大于利(简称“禁止弊大”)、道德规范提倡，行动利大于弊(简称“提倡利大”)、道德规范提倡，行动弊大于利

(简称“提倡弊大”)。这样，无论结果利弊如何，在规范禁止时不行动，在规范允许时行动才能反映个体对

道德规范的高关注。

利用四种困境类型下的反应概率……，由于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规范的养成(Haidt, 2007)，以及趋利避害

的理性考虑，人们通常较少接受禁止弊大的行动，更容易接受提倡利大的行动，而对于规范和结果冲突的

困境，个体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反应更能体现其决策倾向。……”

另外，我们在引言的最后对假设的具体提出过程进行了补充，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原因做出了详

细阐释，具体如下(见 p4)：

“根据以往研究，公开情境可能对 CNI模型中的三个参数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从而改变道德决策倾

向。研究发现第三方的存在能够增加亲社会行为(Bereczkei et al., 2010; Hallgeir, 2019)，并促进利他规范的

执行(Kurzban et al., 2007)，个体有展现符合社会规范形象的需求(Anderson & Kilduff, 2009)，因此公开情境

可能会提高个体对道德规范的关注。而且，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决策带来的社会印象截然不同，知觉者认

为拒绝伤害的决策者更值得信任(Everett et al., 2016)、更温暖并富有同理心(Uhlmann et al., 2013)，而功利主

义决策则代表着能力和自利倾向(Rom et al, 2017)，并且温暖是印象形成和人际喜好的主要决定因素(Lee et

al., 2018)。所以，公开情境可能会降低个体对行动结果利益的考虑。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指出，他

人的存在会降低个体的助人倾向(Zoccola et al., 2011; Hortensius et al., 2016)，此时面对困境的责任由群体共

同承担，个人的责任感和压力都会有所减轻(Bandura, 2002)，使被试表现出一般化的不行动倾向。”

意见 4-2，对“道义”决策的澄清：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存在理性和直觉的共同作用，据此，

Greene(2001)等人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认为在实际的道德认知过程中，理性推理和情绪反应共

同驱动道德判断。个体的道德判断过程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一个是外显的对道德原则的认知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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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另一个则是内隐的与社会适应相关的情绪动机过程。个人在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决策时会产生两种

相互冲突的动机倾向，一种是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道义主义倾向，一种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不惜做出伤

害行为的功利主义倾向(Greene, 2007; 2014)。根据道义主义者的观点，行为的适当性完全取决于行为的类

型，无论在特定情境下行为的后果如何，都不能违背道德原则。相反，根据功利主义者的观点，符合道德

的行动是在特定情境下，最大限度地使自己或他人受益的行动(Greene et al., 2009)。

综上，我们在引言部分对“道义决策”进行了补充说明，修改如下(见 p2)：

“根据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情绪和认知加工共同影响决策结果，情绪系统驱动个体做出避免任何

伤害的道义主义决策，认知加工则使个体产生无视伤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决策(Greene, 2009)。”

意见 5：方法：2.1.2实验材料部分，是否对一些情境可以适当举例，以帮助读者在不参看附录时也能

明白其含义。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CNI模型提倡需要对故事情境中的道德规范和利弊大小进行操

纵。因此，设计了 12个基本的道德两难困境，每种困境有四个不同版本的变式，共形成 48个道德两难困

境。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道德规范的控制在于故事中主人公的行动(具体指故事最后一句话描述的行为)是

否符合规范。我们在方法部分补充了一个新的便于读者理解的例子(见附录 1，故事 2免疫困境)，以此为例，

在 2a和 2b中，“给学生用药”是被试需要决策接受与否的行动，若接受，虽然可以阻止病毒传播，但是却

会“让学生死于副作用”，因此属于“道德规范禁止”的故事，在 2c和 2d中，“送学生回国治疗”是具体

行动，这可以挽救学生的生命，所以属于“道德规范提倡”的故事。

关于行动结果利弊的大小则涉及故事后半部分，2a中“给学生用药”会使她一人死亡，但是可以拯救

众多老人和儿童，类似于“杀一救多”，所以是“行动利大于弊”的困境。事实上，在 CNI模型的四类故

事中，“禁止利大”的故事基本等同于经典道德两难困境，如：电车困境，都是规范不允许伤害但行动可

以拯救更多人。2b中感染病毒的后果只是胃痉挛，并未危及生命，若给学生用药会伤害一条生命，所以属

于“行动弊大于利”的困境。另外两种故事以此类推较好理解，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我们对 2.1.2材料部分的具体修改如下(见 p5)：

“道德两难困境来自对 Körner等(2020)研究材料的翻译和适当修改(云祥, 2023)。在 12个基本故事背

景下，两难困境以(道德规范：禁止行动、提倡行动)×(结果：行动利大于弊、行动弊大于利)的方式组合，

共形成 48个两难困境(见附录一)，被试需要决定是否接受故事中的行动。示例见表 1，故事背景为：“你

是欠发达国家中一家医院的院长。一名在该国做志愿者的外国学生感染了一种罕见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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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四种道德判断材料示例

禁止利大 禁止弊大 提倡利大 提倡弊大

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对老

年人和儿童都是致命的。

唯一能有效阻止病毒传播的

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尽管

病毒不会杀死她，但这名学

生患有慢性免疫缺陷，用药

将使她死于严重的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给学生用药是

可以接受的吗？

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被感

染者会出现严重的胃痉挛。

唯一能有效阻止病毒传播的

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尽管

病毒不会杀死她，但这名学

生患有慢性免疫缺陷，用药

将使她死于严重的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给学生用药是

可以接受的吗？

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被感染

者会出现严重的胃痉挛。

这名学生患有慢性免疫缺陷，

如果不回国接受特殊治疗，她

将死于病毒。将她带出隔离区

会带来相当大的病毒传播风

险。在这种情况下，把学生从

隔离区送回她的祖国接受治疗

是可以接受的吗？

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对老年

人和儿童都是致命的。

这名学生患有慢性免疫缺陷，

如果不回国接受特殊治疗，她

将死于病毒。将她带出隔离区

会带来相当大的病毒传播风

险。在这种情况下，把学生从

隔离区送回她的祖国接受治疗

是可以接受的吗？

意见 6：方法：2.2.1似乎是方法部分，放成 2.1.4似乎更合适。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已将“2.2.1 数据分析”修订为“2.1.4 CNI模型分析”，并且对

CNI模型的具体分析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具体修改内容详见意见 3的回复。

意见 7：结果：3.2.2给出了 CNI参数及其在三个条件下的方差分析。这些参数是否可以进一步在四种

道德规范类型下分别计算得到？如可以，是否有有趣发现？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由于我们在引言中未对 CNI模型进行充分介绍，无法帮助读者

更好地理解模型的具体分析方法。关于 CNI模型的分析原理详见意见 3的回复，CNI参数的计算需要四种

故事类型下所有的反应概率，因此无法在每种道德规范类型下分别计算得到。

事实上，3.2.2中对 CNI参数的比较并非由方差分析得来，而是在多项式模型的基础上对参数进行的两

两比较。对于 CNI参数的分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算每种条件下被试在所有故事类型下反应的概率(即

选择“接受”和“不接受”的次数)，将其放入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每种条件下的参数，即文章中表 3和表 5

展示的结果；另一种是计算每个被试在所有故事类型下反应的概率，放入模型拟合得到每个被试的参数，

之后计算每种条件下所有被试参数平均值，这时得出的参数可以进行方差分析。以往许多研究采用第一种

方法进行数据分析(Hennig & Hütter, 2021; Kroneisen & Steghaus, 2021; Li et al., 2021; Gawronski, 2022)，本

实验中使用第二种方式计算得到的结果与第一种趋势相同，为了节约文章篇幅，同时使结果分析更具针对

性，因此在本文中报告第一种计算方法所得结果。第二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如下：

首先将所有被试对每种故事类型的道德决策分别代入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每个被试的参数水平(见辅表

1)。以组别为自变量，分别以 C、N、I三个参数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 C

参数，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172)=1.278，p=0.281；对于 N参数，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172)=2.113，

p=0.124；对于 I参数，组别主效应显著，F(2,172)=5.778，p=0.004，��
2=0.063，共同组和平行组的 I参数显

著大于单独组，ps≤0.005。对单独组和共同组的 N 参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差异边缘显著，

t(119)=1.865，p=0.065，共同组的 N参数有高于单独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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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表 1个体层面道德决策的 CNI参数(M±SD)

C参数 N参数 I参数

单独组 0.199±0.134 0.449±0.277 0.418±0.235

平行组 0.238±0.141 0.461±0.273 0.566±0.222

共同组 0.227±0.130 0.543±0.280 0.548±0.292

意见 8：结果：压力知觉和社会赞许性这些量表的结果是否可以与接受率以及 CNI参数如道德规范敏

感性等做相关分析？如可以，是否有重要发现？

回复：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在意见 7中的回复中提到，我们在文中保留的是 CNI的第一种

分析方法，此时每种条件下得出的参数源于所有被试的反应集合，即各参数只有一个估计值，这种情况下

无法进行相关分析。但使用第二种方法时可以对压力知觉和社会赞许性与 CNI三参数做相关分析。需要说

明的是，CNI参数的估计源于被试在各故事类型下的反应概率，所以在数据的本质表现上不会有太大差异。

对个人 C、N、I参数及确定性分数与量表得分均值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见辅表 2)，整体上 N参数和

社会赞许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161，p=0.033，决策确定性和压力知觉呈显著负相关，r=-0.269，

p<0.001，和社会赞许性呈显著正相关，r=0.211，p=0.005。

辅表 2相关分析结果

压力知觉 社会赞许性

C参数 -0.081 -0.014

N参数 -0.050 0.161*

I参数 0.033 -0.043

道德决策确定性 -0.269*** 0.211**

文中 3.2.3量表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共同组的社会赞许性显著高于单独组，从整体的相关结果上看，

社会赞许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N参数的变化，可见，人们由于在意社会评价而导致决策过程中更加关注道

德规范(Fehr & Fischbacher, 2004; Rom & Conway, 2018)。此外，高压力知觉会降低被试的决策信心，压力

状态下的决策可能更多处于妥协和让步，同时高社会赞许性对高确定性的正向预测，进一步说明，被试想

要展现良好的道德形象，不仅会改变道德倾向，还会展示出对自己决策的高度认可。

意见 9：讨论：该研究的重要贡献，即创新性发现所带来的理论拓展等，需要更突显并深入阐述。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采用不同类型的社会情境范式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分别

考察社会观察、平行判断和共同判断下的决策倾向差异。首先，现实世界中许多道德难题本质上都是社会

性的，因为它们要求公开披露自己的道德立场(Lee et al., 2018)。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将道德信念转化为行动

的过程，而这在实验室实验中经常被忽略。本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日常的道德判断与特定的社会情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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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这对理解现实世界中的道德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次，先前研究表明，人们在道德困境中的决定并不完全是由道德原则的严格实施驱动的。相反，会

受到一些看似无关的变量的影响，比如性别(Friesdorf et al., 2015)、个性(Bartels & Pizarro, 2013)、文化背景

(Han et al., 2014)等。同样地，公开情境中的决策判断与单独或匿名决策不同，除了从声誉担忧和自我呈现

的角度解释之外(Rom & Conway, 2018; Lee et al., 2018)，还需要考虑群体从众压力、责任分散等社会因素，

才能使研究更具生态效度。有必要重新审视前人的诸多实验发现，很可能是多种动机因素导致的公开情境

下的决策变化。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个体在公开情境中做出道义决策的心理过程，并对潜在的心理机

制提供新的见解，丰富了公开情境下的道德判断研究。

最后，不同程度公开情境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其实并不局限于道德困境，这也提示我们在面对其他具有

社会属性的研究议题时，需要将社会信息交流的作用纳入研究之中。

综上，我们在讨论中对研究的理论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补充，具体修改如下(见 p10)：

“本研究采用不同类型的社会情境范式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社会观察、平行判断和共同

判断之间的决策倾向差异，在这三种实验条件下被试间的信息交流程度逐层递进，从单纯的个人决策公开，

到双方决策相互公开，直至决策公开后需要反馈协调，被试展现出的道德决策倾向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可

见，日常的道德判断与特定的社会情境密切相关，这对理解现实世界中个体的道德决策过程和道德行为，

甚至公共道德事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公开情境中的决策判断与单独决策不同，除了从声誉担忧和自

我呈现的角度解释之外(Rom & Conway, 2018; Lee et al., 2018)，还需要考虑群体从众压力、责任分散等社会

因素，才能使研究更具生态效度。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前人的诸多实验发现，很可能是多种动机因素导

致了个人在公开情境下的决策变化。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个体在公开情境中做出更加“道义主义”决

策的心理过程，并对潜在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丰富了公开情境下的道德判断研究。此外，不同公

开程度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道德领域，其他具有社会属性的研究议题也应当重视社会情境中人与

人之间信息反馈的作用。”

编委会意见：请作者根据审稿人意见进行修改，并对文章语言和写作规范性和流畅性进行进一步修改

和提升，邀请同行进行挑剔性阅读。

回复：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文章进行逐一修改，并进一步检查了文章的语言表述和写作规范。再

次感谢各位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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